
论“经术”与王安石古文之关系（方笑一）

方笑一 

摘要：“经术”是解释和应用儒家经典的技巧。王安石的经术对其古文产生了重要影

响，它非但催生了经义文，更导致了“准经义”的产生。为将自身思想融入对经典的

诠释之中，王安石还在论说文中采用了独特的表述策略，在为文章立意时，经术往往

起到关键作用。王安石喜作翻案文章，以及文风的简劲拗折，都与其诠释经典时求新

求异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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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公认的唐宋古文八大家里，王安石之文以其独特的风貌备受学界关注。通常认为，立

意高远，风调奇崛，语言简劲，行文拗折，是王文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当然是由多种

因素促成的，对此学界也不乏讨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促成王氏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术”，迄今仍未被充分地关注。南宋学者陈善谈及宋文的发展变化时，曾有一著名论

断：“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

立门户，不相蹈袭。”①他十分敏锐地觉察到王安石经术对宋代文风变迁的重要作用。到了

明代，《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纂者茅坤在评点王安石古文时，也常有这样的说法：“荆公

之文本经术处多”，“荆公学本经术，故其记文多以经术为案”②。至于经术究竟怎样具体

影响着王氏的古文创作，究竟如何促成王氏独特的文风，古人皆未遑细论。本文拟在深入解

读王安石古文文本的基础上，分析作者的学术观念与文化心理，揭示其经术与古文的深层次

关系。 

一、“经术”与“准经义” 

所谓“经术”，大抵指解释和应用儒家经典的技巧。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等西汉文

献。随着六经地位的提升，“通经术”成为当时儒生学养的重要方面。由于帝王的重视，经

术被运用于人才选拔，显示出对治国理政的重要现实意义。因此，经术可以说是经学与治理

之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指向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理解，另一方面则指向经典诠释在现

实政治中的应用。到了宋代，“经术”一词的这两个基本指向并未改变。熙宁二年（1069）

二月，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回答：

“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③士大夫们认为王安石知经

术，是说他精通经典诠释。而安石本人认为经术之作用恰恰在于“经世务”，即运用于政治

实践。 

那么，经术与文章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系列文本，在

解释经典时，除了训释字词外，必然还要进一步探究经典中的义理，于是这些阐发义理的解

释文字，就与古文中的论说文具有了某种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术和文章之间已有一定

联系。北宋时期，尊经明道是古文倡导者的重要观念，在王安石主导的熙宁科举改革中，更

是废除了唐代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而代之以经义，王安石还亲自撰写了一批经义文供士子



应试时学习、参考和模仿。从今天留存的少量宋代经义文中可以看出，它在形式上有着特殊

的规定性，即必须以儒家经典中的一句话为题，围绕这句话发表议论，结撰成一篇古文。因

此，宋代经义文本身就是经术与文章相结合的产物。 

经义文只占王安石古文中的极少部分，假如经术仅仅作用于这寥寥数篇文章，那它对王氏古

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上文所引茅坤“荆公之文本经术处多”的说法，提醒我们进一步

去关注经术与王安石整个古文创作之间的内在因缘。从这一思路出发，不难发现，在王安石

文集中，有不少文章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义文，却十分类似经义，例如《季子》、《夔》

等等，从文题来看，文中谈论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个历史人物；而实际上，这些文章无一不是

就经典中的某一句话发表议论，而不是全面评价该人物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这些文章从内

容到形式都与经义文十分相似，不妨称之为“准经义”。下面我们以王安石《季子》一文为

例，略加剖析，以说明其特点。④ 

季子即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故又称延陵季子。《季子》是对

《礼记·檀弓下》所载延陵季子哀长子一事的评论。《礼记》原文不长，迻录于此：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

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隐也。

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⑤ 

季子从齐国归来，其长子去世，引文中描述季子为长子下葬的情况，又写了下葬后季子的反

应和话语。他认为人死后安葬入土乃是回归自然，为命中注定之事。最后记载了孔子对季子

的两个评价，一云：“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又云：“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

乎！”显然，孔子认为季子在处理长子丧事时是合乎礼法的。 

但王安石不认同季子的做法。他认为，孔子之言并非是对季子的赞誉之辞，而是另有深意。

在《季子》一文中，他作了如下诠释：首先，长子死，父亲理应守丧三年，季子大哭三声

（“三号”）而行，“则与先王之礼为不及也”。即便季子这样做是迫于出使齐国的君命，

他也该“少缓而尽哭之哀”。总之，季子的做法是“薄于骨肉之亲而不用先王之礼”；其

次，为死者悲伤是出于人的本性，而季子将长子之死归于“命”，这属于“弃人齐物之

道”，是“弃仁义，薄祖考”的行径。这样看来，《礼记》所载季子在长子死后的种种表现

完全不值得肯定。 

那么孔子又为何认为季子合于礼法呢？王安石解释说，孔子“称其葬之合于礼尔，独称葬之

合于礼，则哀之不足可知也”，并援引孔子对“临丧不哀”的批评作旁证，来证明自己解释

得正确。在《季子》一文最后，作者不无得意地说：“圣人之言辞隐而义显，岂徒然哉？学

者之所不可不思也。”显然，他认为只有自己才体察出了孔子话语中的真正含义。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解是否合理，单从行文来看，《季子》并不是要对这一人物作全面的评

价，而是想阐发作者对《礼记》中孔子之语的独到理解，从而纠正时人对经典的某种“误

解”。不妨说，《季子》之类的“准经义”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延伸。 

在王安石古文中，诸如此类对经典提出新解释的文章屡见不鲜。它们虽题目各异，但几乎都

是针对古代经典中某一句话或某一论点，提出迥异于前人或时流的新解释，或直接对时论和



旧解加以驳难，所涉经典并不限于儒家，而是涵盖经、子二部。需要说明的是，此类古文中

引经据典，并非只为论证的便利，而是将经典中的话语作为文章讨论的核心对象，全文皆围

绕它展开论述。 

我们将王安石文集中这类古文的篇名、所讨论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在经典中的出处在下表

中列出，凡引经典中语句仅作为一般论据的古文作品，并不包括在内。 

古文篇名 

 讨论话语 

 话语出处 

 

《夔》 

 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新命有职。 

 《尚书·舜典》伪孔安国《传》 

 

《周公》 

 周公曰：“……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余人，欲

言而请毕事千有余人。” 

 《荀子·尧问》 

 

《季子》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礼记·檀弓下》 

 

《荀卿》 

 子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

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曰：“赐！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

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

仁者若何？”颜渊（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荀子·子道》 

 

《老子》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老子·十一章》 

 

《夫子贤于尧舜》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孟子·公孙丑上》 

 

《非礼之礼》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弗）为。” 

 《孟子·离娄下》 



 

《九变而赏罚可言》 

 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 

 《庄子·天道》 

 

《仁智》 

 子曰：“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智（知）者动，仁者静。” 

 《论语·雍也》 

 

《勇惠》 

 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离娄下》 

 

《中述》 

 于予与何诛？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公冶长》 

《论语·先进》 

 

《禄隐》 

 孔子高饿显，下禄隐。 

 《扬子法言·渊骞》 

 

《礼论》 

 圣人化性而起伪。 

 《荀子·性恶》 

 

《致一论》 

 一致而百虑。 

 《周易·系辞下传》第五章  

上表罗列的这些文章，过去少有人从古文创作角度讨论，因为单独来看,其中任何一篇都算

不得上乘的文学散文，而一旦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放在唐宋古文创作的大背景下来剖析，

便会发现不少有趣的特征。 

首先，中唐古文运动以来的议论文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讨论某部经典或某位历史人物，往

往有具体针对性，多在某一点上阐述作者的看法，而不从整体着眼来评价。如人物论，一般

不对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思想观念、处世态度作总体评述，而喜欢抓住人物的某一

行为或特点深入探讨。上表列出的文章里，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王安石通常紧扣某人物的一

句话或典籍中关于该人物的一句评论，加以申说、质疑和辩难，即便征引其它材料，也是为

诠释这句核心话语服务。比如《周公》一文，并非是对周公其人的整体评价，而是质疑《荀

子·尧问》中周公所云 “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余人，



欲言而请毕事千有余人”的真实性。因为在作者看来，周公身处三代圣世，其“待士之道”

理应是“立学校之法于天下”，而不是像《荀子》记载的那样“劳身以待天下之士”，由此

可证明《荀子》记载是根据乱世情形所作的推测和假想。 

进一层看，这些文章对经典中语句的解释，不仅常异于旧说，而且往往还不同于时人的理

解。如《非礼之礼》一文末尾云：“释者曰：‘非礼之礼，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义

之义，若借交以报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借交以报仇，中人之所不为者，岂待大人

而后能不为乎？呜呼，盖亦失孟子之意矣。”这就质疑了东汉赵岐的《孟子》注文。又如

《勇惠》一文开首云：“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

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诸如此类的口吻，在这类文章中颇为常

见，由此可以推断，王安石在刻意显示自己经术的高明。 

从写作手法的层面看，此类文章在论证时，尤喜引用经典中的其它记载作为旁证，举一反

三，以体现作者诠释的正确性。如《夫子贤于尧舜》一文，先将孟子关于“圣”的定义拈

出，再辅以《周易》中对“大人”的评论，从而树立了一个衡量圣人的标准；然后方入正

题，讨论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一语。因宰我系孔门弟子，故世人或以此为

“门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论”。为了使论证更加严密，王安石引用孟子“生民以

来，未有如夫子”的评价，来说明宰我所言断非虚美，篇末再以孟子“孔子集大成者”的说

法来证明孔子的确贤于尧舜。由于孟子地位远高于宰我，又非孔门弟子，因此王安石适时援

引孟子的说法，就证明其个人立论而言，显得更客观，也更具说服力。 

上述研究表明，王安石的经术非但直接运用于经义文创作，而且也时刻影响着一些“准经

义”的立意与结构，使它们显现出不同于一般议论性散文的特征。 

二、“经术”与王安石古文的表述策略 

王安石能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除了受北宋“疑经”思潮的浸染熏沐之外，还有赖于他在长

期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与时人的一般见解不同，显得卓然独

立，后来也就由学术范围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 

本来，这些思想观念完全可以在文章中直接表述，可王安石并没有这样做。正像他的变法必

须高扬回复上古三代的旗帜一样，为了使这些观念更容易深入人心，王安石需要依托经典，

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进对古代经典的诠释之中。古人早已发现了王安石古文中深重的学术烙

印。南宋学者黄震评价说： 

公（王安石）之文有论理者，必欲兼仁与智，而又通乎命；有论治者，必欲养士、教士、取

士，然后以更天下之法度。⑥ 

他指出王安石“论理” 时必涉及“仁”、“智”、“命”等理论范畴，“论治”时必通过 

“养士、教士、取士”来变更法度。这一看法极富启发性。王安石的议论文往往带有强烈的

主观色彩，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意图相关，因而无论是在古文中解释经

典，还是阐扬义理，无非是他证明自己思想观念的手段。 

问题在于，经典属于历史文本，有自身产生的独特背景，经典中的话语，也往往针对所处时

代的状况。作为诠释者，王安石的思想未必就与他所诠释的经典话语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于



大相凿枘。为了弥合两者的差距，他就不得不在古文中采用一些独特的表述策略。 

如《三圣人》一文，讨论孟子对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人的评价。孟子称三人为圣人，但又

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文章正是从孟

子的评价入手，来阐述建立法度、矫治时弊的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言行“将以为天下

法”，三圣人皆肩负拯救时弊之责，但所处时代不同，三人处世之道也就不同。关于孟子对

三人不同处世方式的概括，王氏并无异议，但他刻意强调了三种处世态度在后世的流弊：伊

尹“治亦进，乱亦进”，流弊在于使人“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伯夷“治则进，乱则

退”，流弊在于使人“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

不怨，厄穷而不悯”，则可能导致人们“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 

而实质上，伊尹、伯夷、柳下惠的处世态度，是其所处时代决定的，彼此之间，非无高下之

别，也未必真就产生过文中所言的那些流弊。王安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强调了“三

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才能突出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使天下“无一偏之弊”

的历史功绩。显然，在这里，王安石将孟子评价孔子的“集大成”主观地诠释为制定法度、

拯救时弊了。进而，从拯救时弊的观念出发，他又将伊尹、伯夷、柳下惠连在了一起：“伯

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仿佛三人与孔子依次来到这个

世界，就是要来相继拯救前一位圣人留下的时弊。文章认为，正因为有时弊存在，所以孟子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的论断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孟子不是批评圣人本身，而是“言其

时”，指向他们所处时代的弊端。 

在《三圣人》一文中，王安石既重新诠释了孟子对三圣人的评论，又不露痕迹地宣传了自己

所崇奉的制定法度、拯救时弊的信条，真可谓一举两得。对此，清人沈德潜一针见血地指

出：“矫弊救时之说，介甫常以之自任，故于论三圣人而发之。”他虽对王安石变法持批判

态度，但还是敏锐地解读出了隐含于这篇文章中的“矫弊救时之说”。清人徐乾学所编《古

文渊鉴》卷四十七收录此文，于眉批中亦指出作者“必有意矫世”，“矫世”也就是变革的

意思。 

在论证上，王安石有意识地以紧凑的排比句依次叙述三圣人的处世态度，使读者容易形成三

人次第拯救时弊的印象，他在全文中六次运用反问句式，让读者按其思路，定向地走往他预

设的论点去。 

实践观念也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创作古文时，王安石常通过经典诠释，将

实践的观念植入文本之中，比如《大人论》一文，从孟子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

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定义入手，探讨“大”、“圣”、“神”这三个“圣人

之名”。文中说，三者所指的意义不同，“神”是从“道”的角度而言，“圣”是从“德”

的角度而言，而“大”则是形容圣人的“事业”。这样一来，圣人的三个名称便落实到了他

们所追求的对象之上。王安石还说明圣人之为圣人，不仅要追求“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

间”的“道”，更要实实在在地去建功立业。此外，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王安石还推断

《周易·乾》中两次提到的“利见大人”，其“大人”就是指圣人之事业而言。他又将《系

辞上》第五章中“盛德大业”的说法加以强调，明确指出君子不能放弃德业，因为“神之用

在乎德业之间”。此文以《周易》证《孟子》，行文虽略显艰涩，思路还是相当清晰的，其

宗旨就在于论证建功立业的合理性，鼓励君子用于实践，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当然，变革观念和实践的观念并不能涵盖王安石思想的全部，但我们通过分析这两种观念，



在王安石古文中是怎样依托对经典的解释，来巧妙表述的，便不难明了王氏经术对其论说文

创作的影响了。 

三、“经术”与王安石的古文风格 

作为一位颇有艺术追求，并形成独特创作个性的古文家，王安石之文不可能仅仅止于对经典

重新诠释。因而要更深入地探究经术与王安石古文之关系，最终应当着眼于经术在促成王文

整体艺术风格中所显示的效用。 

八大家中王安石之文立意甚高，思想深刻，为世所公认。茅坤注意到这与儒家经典的关系： 

王荆公湛深之识、幽渺之思，大较并本之古六艺之旨，而于其中别自为调，镵刻万

物，鼓铸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⑧ 

王安石的“湛深之识、幽渺之思”，大体来自于“古六艺（六经）之旨”，这就揭示了王安

石的识见、思想与六经的密切联系。我们还发现，在王安石构思古文，尤其是为文章立意

时，经术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上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向宋仁宗全面阐述其变法意愿的鸿文巨制，他频用经术，将洋

洋万言组织得井井有条。此文核心是劝仁宗实行变革，引用《孟子·离娄上》“今有仁心仁

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之语来奠定全文主旨；接下来讲培养

人才对于变革法度的重要性，又引孟子 “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说法，认为孟子意思是假如

人才不足，光制定法度，法度最终恐怕也难以施行。其实联系《孟子》上文“徒善不足以为

政”一句来看，原文意思是说空有善心，没有法度，不足以行政事，空有法度，没有善心，

法度也不会自己施行。经中所言并未涉及人才问题。王安石巧妙地通过别解经典，将孟子之

言为我所用。文中亦多处征引《诗经》、《尚书》、《礼记》等经典，文意的前后勾连，一

系于此。难怪清人张伯行评论说：“此书滚滚万言，援据经术，操之则在掌握，放之则弥六

合，诚千古第一奇杰文字。读者要觑破介甫学术本领，则得之矣。”⑨其中“援据经术”四

字确实道出了王氏构思这篇鸿文的奥窍。 

王安石那来源于经术的“湛深之识、幽渺之思”，使其文立意高远奇崛，而文章立意一旦

“奇崛”到与前人看法迥然不同，或正相背反，就形成了“翻案文章”。王安石很善于作此

类文章，常立足于推翻前人对人物、事件的评价，或对大多数人公认的历史事实提出质疑。

如其《子贡》一文中举出三条理由，证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不可信，是“损毁其

真”；《读孟尝君传》认为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雄”，不足以言得士；《读柳宗元传》

中肯定永贞革新中的八司马“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读江南录》

中根据自己的见闻，断定李后主曾诛杀忠臣潘佑，而徐铉非但“厚诬忠臣”，更有“欺君”

之过。这些均为著名的翻案文章。 

王文偏好 “翻案”的倾向，仍与经术有关。在长期研究、诠释经典的过程中，为使自己的

解释超迈前贤、迥异时流，王安石往往竭尽心思地追求新颖奇特的见解，以求与公论有别。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之名虽非出自安石本人之口，但也说明了其学术确有求新求异

的一面。久而久之，这种在经典诠释中求新求异的学术追求，逐渐内化为王安石本人观察人

事的视角与分析人事的思维方式。他非但对经典中的某句话作出非同寻常的解释，对于史书

上记载的某件事、历史长河中的某个人，甚至于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也作出



这样的观察和分析。他很不情愿认同当时一般的见解和既有的结论，总是喜欢逆向思考问

题，这种逆向思维方式与王安石的性格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正是学术上求新求

异的意愿所造就的逆向思维方式，以及在某种政治环境中长期积淀而成的独特文化心理，使

得王安石喜作翻案文章，也喜欢反驳他人的论点。 

对古文创作来说，这一思维方式有利有弊。其利在于能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和人事中发掘

出新的意义，使文章主题得以推陈出新，思想得以深化，避免人云亦云、陈词滥调。读王安

石的古文，我们的确感到他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其弊则在于有时求异过甚，易流

于穿凿诡辩。苏轼曾说：“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说以解

之，是以其学多说。”⑩茅坤也说：“荆公文往往好为深远之思、遒婉之调，然亦思或入于

渺而调或入于诡，须细详得之。”⑾应该说，这两位都看到了王安石之学术、文章求新求异

而求之过甚的弊端。 

王安石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塑造了其古文的独特艺术风格。假如我们将唐宋八大家中宋

六家的文风稍加分类，可以发现，苏洵、苏轼父子的风格相对接近，都属直率奔放一类；而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辙则属于含蓄婉曲的一类。细较之下，欧阳修是婉转中见雍容，

曾巩、苏辙是婉转中见平和，王安石则是婉转中见峭劲，即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

的“简劲拗折”。这婉转中见峭劲究竟是怎样一种风格呢？且看其《伍子胥庙记》一文的开

头部分： 

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

岂不壮哉！及其危疑之际，能自慷慨不顾万死，毕谏于所事，此其志与夫自恕以偷一时之利

者异也。孔子论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属，苟志于善而有补于当世者，咸不废

也，然则子胥之义又曷可少耶？ 

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首先，这段共包含了三个句子，皆为长句。第一句将伍子胥逃亡他

国，说吴伐楚，终于报仇雪恨的经历尽括其中，容量极大；第二句非但写子胥不顾安危，劝

谏吴王，而且将其与“自恕以偷一时之利”的人们一较高下，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第三

句意在褒扬子胥，却先以孔子对管仲、臧武仲的肯定作铺垫，衬托出子胥之义的可贵。其中

每句皆有多层含义，既有事实叙述，又有价值评判，还要引经据典，将这些统摄在三句之

内，文辞就不得不简练，句子也必然拗折。 

再来体味三句话中所含文气。第一句前面都是陈述，在长句的末尾煞以“岂不壮哉”四字，

将原本的陈述语气突然变为反问，文气陡然收紧；第二句以长长的判断句式结尾，使文气又

稍稍松弛；第三句开头的主语一直是孔子，又是陈述语气，末尾忽将主语变为吴子胥，又用

反问收束，使文气再次收紧，文势复又振起。三句中的文气出现多次跌宕起伏，给人的感觉

就是峭劲了。清代文评家蔡世远曾这样比较曾巩、王安石的古文：“曾、王之文始用长句，

不古不时，自是创体。然王虽长句，犹有峭劲气，曾则以平达胜也。”⑿《伍子胥庙记》开

头的这三个长句，将蔡氏所说的“峭劲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往深一层看，王安石拗折的文风与他的文化心理亦有关联。具体地说，“拗折”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他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前文尝言，王安石在经典诠释上求新求异，在其它

方面也喜反驳别人，不太认同他人的见解。因而，在写作古文时，他心中常常预先设置了一

个假想的论辩对手，其心理状态始终是紧张而非潇洒松弛的。在《伯夷》、《周公》、《庄

周上》、《杨孟》、《勇惠》、《行述》、《九卦论》、《读孟尝君传》等文章中，都不难

看出作者写作时的这种心理状态。在其支配下，王安石创作古文的目的就带上了明显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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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安石是那样急切地想表示自己业已探得经典的真髓，那样明显地想凸显自身学术观点

的与众不同，那样诚恳地想帮助世人解决思想困惑，但这紧张、亢奋、功利的精神状态，却

使他远离了一个大作家论学与作文时本该具备的从容平和、宽容豁达的心境，也将创作古文

的文学情趣逼到了边缘的地位。这或许就是王氏古文情采不足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这是就王文总体而言。一旦摆脱功利目的，不需要在学术上汲汲地去标新立异，不必

要与论敌一争高下，王安石同样可以写出情韵漫漾的古文佳作，但这些作品，基本上就与经

术联系就不是那么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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